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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负面信息类型对消费者补救期望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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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近年来,网络上对产品伤害事件负面信息层出不穷,不同的负面信息会引发消费者不同的补救期

望。运用情境实验法,探讨产品伤害事件中网络负面信息类型对消费者补救期望的影响,并进一步分析消费者

的解释水平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。结果表明:面对中心型网络负面信息,消费者期望纠正性补救措施;面对边

缘型网络负面信息,消费者则更期望信息性和情感性补救措施;消费者的解释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网络信息和

补救期望间的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。由此提出,企业在处理伤害危机事件时应当及时归纳分析网络信息类型,

并依据消费者的解释水平对消费者采取针对性补救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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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网络的普及加速了产品伤害事件的曝光和信息

传播,而网民身份的虚拟性、隐蔽性使得网络中存在

非理性的负面信息[1],并且负面信息比正面信息对

消费者的影响更大[2]。在产品伤害事件下,消费者

往往会依据纷繁复杂的网络负面信息采取补救行

动。心理学的认知表征理论认为主体对同一客体具

有两种不同心理表征水平,即不同的解释水平,主体

的解释水平对其行为偏好和决策具有很强的解释力

和预测力。那么,消费者的补救期望除了受到网络

负面信息的影响,是否也会受到自身的解释水平的

影响,该问题值得探讨。
对产品伤害危机的界定,学术界已达成了共识,

并对其应对策略进行了分类。产品伤害危机是指偶

尔出现并被广泛宣传的关于某产品是有缺陷的或是

对消费者有危险的事件[3]。应对产品伤害危机策略

大致可分为3类:和解策略、辩解策略和缄默策

略[4]。在和解策略里,青平等在前人的基础上将企

业修复措施进一步划分为信息性修复(指适时的有

效信息沟通)、情感性修复(包括道歉、同情与表示懊

悔等回应方式)和纠正性修复(通过物质、经济赔偿

等形式进行)[5],基本涵盖了所有和解策略。

Laufer等指出产品伤害危机发生后,管理者在

选择应对策略及做出反应时应充分考虑消费者的感

受[6],而消费者的补救期望则是消费者在经历伤害

事件后会产生的主要感受。关于补救期望的相关研

究主要集中在服务失败领域,Mccollough等指出补

救期望是在服务失败发生时,顾客对服务提供者可

能行为的期望[7]。该定义明确产品伤害危机背景下

消费者的补救期望,即危机事件后顾客对涉事企业

可能行为的期望。金立印将顾客的补救期望细分为

补救结果预期(物质补偿)、补救程序预期(迅速公正

处理问题)和补救互动预期(合理解释和真诚道

歉)[8],该分类较全面地概括了前人对补救期望内容

的解释。
产品伤害危机后,网络上会出现大量有关危机

事件的负面信息。对消费者负面信息传播的探讨多

集中在口碑研究中。口碑研究主要包括对传播者传

播动机、接受者接受动机和接收效果、传播过程中信

息的偏向及特征的研究[9]。口碑传播信息的偏向是

口碑传播研究中经常提到的一点,但是专门研究口

碑传播信息偏向的文献并不多。很多学者把口碑分

为正面口碑、负面口碑和双面信息[10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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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在产品伤害及网络负面信息等方面的研究

存在几点不足:以往的产品伤害补救研究多是从企

业的角度探讨应对措施,很少触及消费者对产品伤

害的感受及补救预期;信息偏向、特征的研究也多是

将口碑信息分为正面信息、负面信息和双面信息,鲜
有对负面信息进行再分类。

针对以上不足,本文基于社会心理学的ELM
模型(elaborationlikelihoodmodel,ELM)[11],将产

品伤害事件后的网络负面信息划分为中心型负面信

息和边缘型负面信息以分析网络负面信息对消费者

补救期望的影响,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消费者

的解释水平对网络负面信息和补救期望二者间关系

的调节作用。

  一、理论与假设

  1.网路负面信息类型同补救期望的关系

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资

源的交换,人们在资源的获取与损失中遵循理性的

平衡原则[12]。当社会资源损失大于获取时,就会产

生负面的情感,人们就会努力争取恢复社会资源的

平衡。产品伤害危机使消费者遭到不同形式和程度

的损失,导致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失去平

衡,为了恢复交换平衡,消费者会相应地要求企业进

行补救。
中心型负面信息集中披露和阐述产品客观缺

陷,很少涉及产品以外的信息。它便于消费者了解

整个事件的起因、经过、结果以及受害者身体和经济

上的损失。依据社会交换理论,消费者在面对中心

型网络负面信息时会强烈感到经济资源交换不平衡

感,因而会期望得到企业在经济物质方面补偿,从而

达到交换上的平衡,由此提出假设H1a。
H1a:产品伤害事件后,消费者在面对中心型网

络负面信息时更倾向于企业进行纠正性补救措施。
边缘型负面信息集中在产品以外的信息,是对

产品、企业以及行业的情感性议论和不满情绪的宣

泄,很少涉及产品质量缺陷。边缘型负面信息更多

地是让消费者从情感的层面上了解产品伤害事件,
客观信息量少,依据社会交换理论,在面对边缘型负

面信息时消费者会感到情感及信息交换上的不平

衡,会期望得到企业在信息及情感上的补偿,从而达

到交换上的平衡,由此提出假设H1b。

H1b:产品伤害事件后,消费者在面对边缘型网

络负面信息时更倾向于企业进行情感性及信息性补

救措施。
综合假设H1a、H1b,提出假设H1。

H1:产品伤害事件背景下,中心型网络负面信

息和边缘型网络负面信息对消费者的补救期望影响

差异显著,消费者在面对中心型网络负面信息时更

倾向于企业进行纠正性补救措施,而在面对边缘型

网络负面信息时则更倾向于企业进行情感性及信息

性补救措施。

2.消费者解释水平的调节作用

解释水平理论认为个体会依据所处环境对外界

刺激做出不一样的解释,在理论上可以简化为高水

平解释和低水平解释[13]。具有高水平解释的消费

者的心理表征的抽象程度较高,更倾向于关注信息

一般化的核心本质内容,而具有低水平解释的消费

者心理表征的抽象程度较低,倾向于关注信息的具

体的、情境化的、细节的表层内容。中心型网络负面

信息是披露和阐述产品客观存在的缺陷,概括性地提

出伤害事件的本质原因,更符合高水平解释的消费者

的认知习惯,而边缘型网络负面信息是对产品、企业

以及行业的情感性议论和不满情绪的宣泄,抽象程度

较低,更符合低水平消费者的认知习惯。
由于存在与个体解释水平相匹配的信息、经验

和事物,解释水平能够系统性地影响人们的判断与

决策[14]。因此,在面对中心型网络负面信息时,高
水平解释的消费者比低水平解释的消费者更易获知

中心型网络负面信息内容,对受害者身体和经济上

的损失感受更强烈。基于社会交换理论,高水平解

释的消费者更期望企业能做出物质经济方面的补偿

以弥补其在经济交换上的不平衡。而在面对边缘型

网络负面信息时,低水平解释的消费者比高水平解

释的消费者更易于感知边缘型网络负面信息内容,
对其在信息和情感交换上的不平衡感知更强烈。因

此,低水平解释的消费者比高水平解释的消费者更

倾向于企业能够在做出情感和信息性补救措施,以
弥补其在资源交换上的不平衡。由此提出假设 H2
和H3。

H2:产品伤害事件背景下,面对中心型网络负

面信息,高水平解释消费者比低水平解释的消费者

更倾向于纠正性补救措施。

H3:产品伤害事件背景下,面对边缘型网络负

面信息,低水平解释消费者比高水平解释的消费者

更倾向于情感性和信息性补救措施。
本文理论模型见图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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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理论模型

  二、研究方法

  1.实验设计

采用情景模拟的实验法,通过行为量表区分高、
低水平解释被试,利用文字材料刺激被试并要求其

依据真实感受填写问卷。共设计3套问卷:行为量

表(问卷一)、中心型网络负面信息的刺激材料(问卷

二)、边缘型网络负面信息的刺激材料(问卷三)。

2.变量测量

(1)负面信息类型。根据中心型、边缘型网络负

面信息的定义,设计出两段关于虚拟Y 牌牛奶中毒

事件的网络负面信息,其中中心型负面信息是从Y
牌牛奶奶源、制作过程、卫生监督等方面对牛奶中毒

事件的原因进行披露;边缘型负面信息则是从Y牌

牛奶商家道德、企业社会责任、行业良知等方面对事

件原因进行披露。
(2)解释水平。参照柴俊武等对解释水平的测

量,采用Vallacher& Wegner开发的一份行动识别

量表来测量被试的解释水平[15]。为了节约被试时

间以提高量表填写质量,将原量表中25种目标行为

按照随机原则缩减为11种。采用均值切分法来划

分被试的解释水平[16]:解释水平得分大于等于均值

的被试划分为高水平解释组,得分小于均值的则划

分为低水平解释组。
(3)补救期望。基于前人对顾客补救期望的细

分[8]和危机企业修复措施的划分[5],将消费者对补

救措施的期望划分为对情感性补救措施的期望、对
纠正性补救措施的期望及对信息性补救措施的期

望。在此基础上,参考青平等在产品伤害危机后消

费者信任修复策略研究中的对修复策略的调查问

卷[5],设计出对消费者补救期望的11个调查问项。

3.实验步骤

被试由来自武汉3所高校本科生及市民共计

340人组成,其中,60名被试参加预测试,280名被

试参加正式实验,所有被试年龄在20~30岁之间,
文化程度为大学以上。

(1)预测试。为确保信息准确、问项较高的信度

与效度,在30名市民和30名本科生中展开预测试,
共发 放 问 卷 60 份,预 测 试 被 试 中 女 性 占 比 为

56.7%。检验材料类型可信度赋值:可信度在1~7
之间打分,最低为1,最高为7。预测试结果显示中

心性负面信息的可信度均值为4.858,边缘型负面

信息的可信度均值为3.879,F 值为44.674,表明被

试能够准确区分中心型和边缘型网络负面信息(问
卷一)。

(2)正式实验。选取140名市民、140名本科学

生参加了正式实验,被试女性占比为62.1%。首

先,所有被试填写问卷一,用以了解被试的解释水

平。收回问卷276份,有效问卷260份。采用均值

切分法,得出90名低水平解释被试(得分小于均值

16)和170名高水平解释被试(得分大于均值16)。
依据解释水平将被试划分为两组:高水平解释组(从

170名高水平解释被试中随机抽取90名)和低水平

解释组(90名低水平解释被试),每组被试人数满足

心理学实验要求[17]。其次,向两组被试分别发放问

卷二和问卷三,具体分布如表1。
表1 问卷发放分布

问卷类型
解释水平(分组)

低水平解释 高水平解释

中心型负面信息(问卷二)
边缘型负面信息(问卷三)

46
44

44
46

  三、.结果分析

  本文采用SPSS17.0对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

验,结果见表2。由表2可知,补救期望各维度的

Cronbach’sα系数都在0.7以上,达到了测量工具

的Cronbach’sα系数标准[18]。补救期望量表的

KMO值 为 0.880,Bartlett的 球 形 度 检 验 显 著

(P<0.05),各因子累计解释变异量超过60%,表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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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。因此,问卷获得的数

据可靠,可以用于进一步实证分析。
表2 补救期望变量Cronbach’sα系数与方差贡献率

变量 题数 Cronbach’sα系数 方差贡献率/%

纠正性补救期望 3 0.956 31.609

信息性补救期望 3 0.981 31.002

情感性补救期望 3 0.951 30.847

  1.负面信息类型对消费者的补救期望的影响

独立样本T 检验主要是用来比较2个样本之

间是否有显著差异存在,本文利用T 检验比较被试

在不同类型信息刺激下的补救期望,结果见表3。
由表3可知,被试对同一种补救措施的期望会随着

负面信息类型的不同而产生明显差异,其中纠正性

补救t值为22.234,信息性补救t值为-7.905,情
感性补救t值为 -6.981,三者均在1%水平上显

著;面对中心型网络负面信息,被试对纠正性补救措

施的平均期望值高于其对信息性补救措施和情感性

补救措施的平均期望值。面对边缘型网络负面信息

时,被试对纠正性补救措施的平均期望值却明显低

于其对信息性补救措施和情感性补救措施的平均期

望值。假设H1得以验证,即面对中心型网络负面信

息,消费者更倾向于纠正性的补救措施,而在面对边

表3 负面信息t检验结果 (n=90)

测量构面

负面信息类型

中心型
负面信息

边缘型
负面信息

t Sig.

纠正性补偿期望均值 6.207 3.252 22.234** 0.000

信息性补偿期望均值 3.941 6.104 -7.905** 0.000

情感性补偿期望均值 3.696 5.393 -6.981** 0.000

 注:**表示在1%水平上显著。

缘型网络负面信息时,消费者更倾向于情感性和信

息性补救措施。

2.解释水平调节负面信息类型对补救期望的

影响

本文的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均为分类变量,可采

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来检验解释水平的调节作用[19],
结果见表4、表5。

由表4可知,负面信息类型与解释水平对于纠

正性补救期望的主效应显著(问卷类型 F 值为

612.333,解释水平F 值为21.974,二者均在1%水

平上显著)。这说明负面信息类型与解释水平会对

纠正性补救期望带来显著的影响,消费者在面对不

同类型的网络负面信息时,其纠正性补救期望的平

均值会受到自身解释水平的影响。但是对于纠正性

补救期望,负面信息类型与解释水平不存在交互作

用。也就是说,面对中心型负面信息,或是面对边缘

型负面信息,无论消费者的解释水平的高低,消费者

对纠正性补救措施的期望相差不大,假设H2未被完

全验证。
表4 主体间效应检验

因变量 自变量 F值 Sig.

物质补偿均值

问卷类型 612.333** 0.000
解释水平 21.974** 0.000

问卷类型×解释水平 0.167 0.683

信息补偿均值

问卷类型 298.832** 0.000
解释水平 302.760** 0.000

问卷类型×解释水平 13.677** 0.000

情感补偿均值

问卷类型 84.004** 0.000
解释水平 55.858** 0.000

问卷类型×解释水平 4.463** 0.038

 注:**表示在1%水平上显著。

表5 解释水平作用下的不同负面信息对补救期望影响的ANOVA分析

测量构面

中心型负面信息

高水平解释
(n=44)

低水平解释
(n=46)

边缘型负面信息

高水平解释
(n=46)

低水平解释
(n=44)

F值(负面
信息类型×
解释水平)

Sig.(负面
信息类型×
解释水平)

纠正性补救期望均值 6.470 5.957 3.551 2.939 0.167 0.683

信息性补救期望均值 2.561 5.261 5.246 7.000 13.677** 0.000

情感性补救期望均值 2.773 4.580 4.899 5.909 4.463* 0.038

 注:*、**分别表示在5%、1%水平上显著。

  负面信息类型与解释水平对信息性补救期望具

有显著主效应,问卷类型F 值为298.832,解释水平

F 值为302.760,二者均在1%水平上显著;负面信

息类型与解释水平的交互作用显著,低水平解释会

强化负面信息类型对信息性补救期望的影响,而高

水平解释则会起到弱化作用。由表5可知,面对边

缘型网络负面信息时,低水平解释的被试比高水平

解释的被试更期望信息性补救措施。面对中心型网

络负面信息时,低水平解释的被试对信息性补救的

平均期望值(M=5.261)高于高水平解释的被试对

信息性补救的平均期望值(M=2.561);面对边缘型

负面信息时,低水平解释的被试对纠正性补救的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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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期望值(M=7)高于高水平解释的被试对纠正性

补救的平均期望值(M=5.246)。
负面信息类型与解释水平对情感性补救期望的

主效应显著,问卷类型F 值为84.004,解释水平F
值为55.858,二者均在1%水平上显著;负面信息类

型与解释水平交互作用显著,负面信息类型与解释

水平会对情感性补救期望带来显著的影响,低水平

解释会强化负面信息类型对情感性补救期望的影

响,而高水平解释则会起到弱化作用。由表5可知,
面对边缘型负面信息时,低水平解释的被试比高水

平解释的被试更期望情感性补救措施。面对中心型

负面信息时,低水平解释的被试对情感性补救的平

均期望值(M=4.580)高于高水平解释的被试对信

息性补救的平均期望值(M=2.773);面对边缘型负

面信息时,低水平解释的被试对纠正性补救的平均

期望值(M=5.909)高于高水平解释的被试对纠正

性补救的平均期望值(M=4.899)。由此假设 H3得
以验证,即面对边缘型网络负面信息,低水平解释消

费者比高水平解释的消费者更倾向于情感性和信息

性补救措施。

  四.结论与启示

  (1)中心型网络负面信息和边缘型网络负面信

息对消费者的补救期望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。面对

中心型网络负面信息,消费者更倾向于纠正性补救

措施,而面对边缘型网络负面信息消费者则更倾向

于信息性和情感性补救措施;产品伤害事件发生后,
面对边缘型网络负面信息,低水平解释的消费者比

高水平的消费者更倾向于情感性和信息性补救措

施。这意味着在发生产品伤害危机时,企业应当及

时对网络信息类型进行归纳分析,采取区别性、针对

性的补救措施。如果网络信息主要涉及产品本身的

缺陷,则应当加大对消费者经济物质方面的补偿措

施的力度;反之,如果网络信息主要是对企业或行业

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指责和质疑,则应当更多地采取

道歉、承认错误等情感性补救措施,表露出希望和解

的诚意,并要及时诚实公布、更新产品伤害事件相关

信息。企业在产品伤害事件中应该注意根据消费者

解释水平的差异,细分消费者类型,对于不同的消费

群采取针对性的补救措施。尤其是对低水平解释的

消费者,应加强情感性和信息性补救措施的实施力

度;企业评述又要注意通过市场沟通策略培养高水

平解释消费者,以提高企业的补救效果,节约补救

成本。
(2)产品伤害事件发生后,面对中心型负面信

息,高水平解释的消费者与低水平解释的消费者对

纠正性补救措施的期望差异不显著。可能的原因

是,消费者对此补救措施的关注比较多,且普遍存在

趋利心理,对于能够提供物质补偿的纠正性补救措

施的期望比较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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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mpiricalStudyonInfluenceofNegativeInternetInformation
TypeonCustomers’CrisisRecoveryExpectations

ZHANGYing,QINGPing,XIANGWei-lu
(CollegeofEconomics& Management,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,Wuhan,Hubei,430070)

Abstract Product-harmcrisis(PHC)frequentlyhappeninrecentyearsandnegativeinformationa-
boutPHContheinternetisemerginginanendlessstream.Thispaperusesmethodofexperimentaleco-
nomicstostudytheimpactofnegativeinternetinformationtypeoncustomer’sexpectationsofcrisisre-
coveryandfurtheranalyzestheregulationfunctionofthecustomers’construallevel.Theresultshows
thatcustomerswillhavemoreexpectationsoncorrectiveremedywhentheyfacecentralnegativeinternet
information,customerswillhavemoreexpectationsoninformativeandemotionalremedywhentheyface
theperipherynegativeinternetinformationandcustomers’construallevelpartiallyregulatestherela-
tionshipbetweeninternetinformationandexpectationofcrisisrecovery.Therefore,thispaperproposes
thatenterprisesshouldgeneralizeandanalyzetheinternetinformationtypeintimewhentheyhandle
harmcrisisandadoptappropriateremedialmeasuresaccordingtoconsumers’construallevel.

Keywords productharmcrisis;construallevel;negativeinformation;expectationofcrisisrecover-
y;socialexchangetheor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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